自1946年开始，一场以捣毁民营报馆和殴打报人为主要手段的暴力事件席卷中国报业，时称“打报”或“打报馆”。打报是因为当事人对报纸的新闻监督心怀不满而采取的极端行为。“这种情形在抗战以前，抗战时期绝少发生；但在胜利以后，却风盛云涌，俨然成了风气。 ”（王公亮，1948）从1946年至1949年，“打风”历经三年，其时间跨度之长、发生频率之高在中国近代新闻史上都是少见的。这一连串的暴力事件对报馆和社会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使饱受经济困扰的中国报业雪上加霜。
自从打报事件发生后，《前线日报》、《申报》、《大公报》和《中央日报》等一些全国性大报都进行了跟踪报道，其中尤以《前线日报》最为全面，《申报》最为翔实。《前线日报》辟有一个新闻学术周刊《新闻战线》，其子栏目“新闻的新闻”以简讯的形式报道全国新闻界发生的各种新闻，包括打报事件及其最新进展。而《申报》则有重点地报道打报事件发生的起因、经过、各方反应和处理结果。此外，上海和天津两地的《大公报》以及南京《中央日报》也都进行了相关报道，印证和补充了《前线日报》和《申报》的内容。
关注报纸和报人的生存境遇是新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往的研究大多着力探讨政府如何压迫报纸，箝制新闻自由，而较少讨论民间群体如何侵害报纸，破坏新闻自由。其实，民间群体伤害报纸是早已存在的事实。虽然报纸一再声称要为民喉舌，主持正义，但民间群体如何理解和应对完全是另外一回事。1946至1949年的打报事件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政府和民间群体（特别是后者）侵害报纸的范本。
基于《前线日报》等报纸的报道，笔者收集到101个样本，剔除与本文研究无关的样本1，总共获得84个样本。本文正是以这些样本为分析对象，通过统计和比较，研究在这一时期报纸实施新闻监督所引发的与政府和民间群体的紧张关系以及报纸和报人艰难的生存状态。
一、打报的时间与地域分布
前文已述，打报是当事人不满报纸的新闻监督而引发的。正是由于这些报道触及了当事人的利益或者当事人认为有伤颜面（他们常以“污辱”或“破坏名誉”为由诘责报馆），这些人于是对报馆武力相向。从时间分布来看，打报事件发端于1946年上半年，平均每月发生1.6次；1947年猛然增至4次，几乎每周一起；1948年则大幅下降，但仍保持在每月1.7次，与1946年基本持平；1949年上半年完全回落。整体看来，全国平均每月有2.4家报馆被打，亦即不到半个月即有一家报馆被打；如果加上未能统计的数字，则打报密度更高。此起彼落的打报声表明报纸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见表一）。
表一：打报事件的时间分布
	时段
	1946.4―12
	1947
	1948
	1949.1―2
	合计

	发生次数
	14
	48
	20
	2
	84

	平均每月次数
	1.6
	4.0
	1.7
	1.0
	2.4


打报事件起伏变化的原因很多，比较而言，全国报纸总量的增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抗战胜利后，经过一年左右的整顿扩充，1946年全国报纸的总数有所增加，但也只有984家。之后，由于办报许可完全开放等原因，到1947年8月已达1781家，增长了近81%。“若以胜利后至卅五年此一阶段作为战后中国报业复员重建的整顿时期，则卅六年这一年，可以称为报业复兴的飞跃发展时期。 ”(曾虚白，1989：453)国共爆发内战后，共产党军队的反攻使国民党控制的区域日渐收缩，加之国民党实行报业管制，取消配纸，以及币制改革失败导致物价高涨，不断有报纸因经济或政治原因合并或停刊，报纸数量减少。报纸总量的萎缩相应减少了打报事件发生的几率。
从地域分布来看，打报事件的发生非常广泛：一是除了西部等社会经济较为落后、报纸相对稀少的地区，其他区域都有发生，总共波及53个县市；二是既有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院辖市和省会城市，如南京、北平、广州等，又有偏于一隅的县级城市，如沅江、怀宁、京山等，两者所占比例分别为39.6%和60.4%，亦即大多数打报事件发生在县级城市；三是单个县或市总共发生的次数少则1～2次，多则8次（如成都市），但68%的县市只有一次，这表明打报事件呈多点分布，没有集中于一市一县（见表二）。
表二：打报事件的地域分布
	发生次数
	1
	2
	3
	4
	8
	合计

	城市数量
	36
	9
	6
	1
	1
	53

	百分比
	68.0
	17.0
	11.2
	1.9
	1.9
	100


二、打报者身份与手段
报纸的性质和特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打报者的来源。中国的民营报纸分布于各个大小城市，以关注民生，监督政府和社会，服务本土为己任。这样，本地民众和政府就成为报纸报道的主要对象，一些人因为抗拒报纸的监督而对报纸大打出手。同时，报馆与这些人同处一城又为后者表达诉求提供了便利；他们一旦有什么不满，便直接闯入报馆（见表三）：
表三：打报者组成结构与出现频次
	打报者身份
	学生
	军人
	政府职员
	工人
	警察
	商贩
	司机
	医生
	不明身份
	合计

	出现次数
	27
	7
	7
	5
	4
	2
	2
	1
	29
	84

	百分比
	32.1
	8.3
	8.3
	6.0
	4.8
	2.4
	2.4
	1.2
	34.5
	100


注：“不明身份”指报道指称的“不明身份者”、“暴徒”以及无法辨识从事何种职业的民众。
由上表可知，在打报者中，除了不明身份者，学生出现的频次是最高的（27次）。学生成为打报者的主体有着多方面的原因。由于社会混乱，政治腐败以及教育问题突出（如教育经费支绌，教师收入微薄，学生生活清苦，学费高昂，就业前景暗淡等），广大学生倍感彷徨和愤闷。这种不满情绪一俟机会，便自然发泄出来。另外，不少学校过度商业化，滥收学生，疏于管理，学生无视校规，放纵恣肆，成为打报事件的又一诱因。大中学生是一个数量相对庞大的群体。这些学生以集体的方式生活和学习，容易发动和组织，可谓“振臂一呼，众山回应”（资料显示，多起打报事件就是由老师组织的）。此外，学生肇事之后，多由所在学校承担责任（如赔偿损失和道歉等），学生受到的惩罚较轻。所有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学生打报行为的一再发生。较之学生群体，一些政府职员、警察和军人因打报而被撤换、判刑或军法处置，对相关人员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事件的重演。而工人、商贩、司机等群体由于工作环境和购阅能力的限制，很难获知报纸对他们的监督报道，因而其打报行为要少得多。
综上，除了34.5%的打报事件为不明身份者所为，学生、工人、商贩、司机和医生等民间群体实施了44.1%的打报行为，军人、警察和政府职员（如市长、县税局职员、县干训所干部等）则实施了21.4%的打报行为，将近民间群体的一半。换言之，多数打报事件都出自民间群体（假如涵盖34.5%之中的打报事件，比例将更大），使得报纸与民间群体的关系更趋紧张。
“凡是打报馆者，上级者使人打，下级者自己打。打是基于恨，恨报馆的记载或评论之不利于己。 ”（活报，1948）捣毁报馆（比如，破坏办公设备、电台、印刷机器和字架等）和殴打、扣押报人是打报者的主要手段，此外还有警告或威胁报馆、辱骂报人、强迫报馆道歉和更正、干挠报馆营业、纵火、泼粪，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这些人“啸聚而来，一哄而散”，报馆除了遭受重大的财产或经济损失，还饱受人员流失之苦。有的报纸当场停刊，有的报纸虽然侥幸存活，但萎靡不振。
针对报馆被动挨打的处境，有报人呼吁社会要爱护报纸，建议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争议，然而应者寥寥。对于打报者而言，报道内容本来并无什么问题，毁物伤人只是为了借机发泄对社会的愤懑。
三、报馆、报界和官方的反应
像打报者一样，报馆被打后也较少依赖法律的支持。对报馆而言，诉讼既可能遭遇不公，也耗时费力，并不一定能真正维护自己的权益。因而，报馆被打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向本地报界或京沪等地报界报告事件经过，寻求舆论支持；同时呈报当地或上级政府部门，请予彻查。为了扩大影响，有时还通电全国，呼吁声援。报馆之所以求助于京沪报界，原因在于这里汇集了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民营和官方媒体，它们的声援容易引起政府高层的注意，推动问题的解决。1947年6月22日，安庆《新生日报》突遭不明身份者捣毁，损失甚巨，社长张庆城被殴。为了获得支持，张庆城远赴上海向各报负责人报道被打经过。出席会议的中宣部副部长许孝炎、中央社总社社长萧同兹、《中央日报》社长冯有真都一致声援，表示愿意向中央政府建议今后各地政府切实保护新闻机构，并负责赔偿损失（申报，1947b）。这显然是本地报界难以办到的。为了维护同业利益，京沪报界对异地报馆的求援都能予以积极的回应。
报馆被打之后，本地报界组织，如报业公会、记者公会、外勤记者协会或编辑者联谊会等，都主动介入，商讨应对办法，向政府或当事人提出惩凶、赔偿损失、公开道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要求。为了表示抗议或给政府和打报者施压，各报还经常采取统一行动，如全体休刊或“开天窗”。总体看来，报馆的要求多少都能得到一些满足，但也有不少不了了之。
地方政府对保护报馆负有直接的责任，但层出不穷的打报事件表明，地方政府基本上无力控制局势的发展。首先，军人、警察或参议员等为所欲为，政府行政受到掣肘。1947年3月16日，成都《新民报》报道当地驻军一名士兵低价强买白菜，驻军代表便将一则自拟的道歉启事（内有“查本文实系捏造事实，侮辱中华民国军人，无任歉仄”等语）交与《新民报》在其各地方版和成都各报刊登，为期一月。《新民报》为了生存，违心接受。然而，驻军还嫌不够，又指派士兵把守报馆，阻止广告客户入内，致使其收入锐减，篇幅缩小（前线日报，1947b）。尽管驻军恃强凌弱，百般刁难《新民报》，政府也只能袖手旁观。其次，地方势力强大，当地政府难以与之抗衡。1947年1月，梧州《新人民报》抨击当地某贪污集团，该集团乃致函该报大肆恐吓，并以粪便污辱社长李焰生。李焰生只得在宪警的护送下赴穗避难，该报停刊（前线日报，1947a）。在地方势力的逼迫下，政府已经无法负起维护新闻自由之责。再次，由于社会治安混乱以及行政能力弱化，地方政府处理问题畏首畏尾，穷于应付。1947年5月21日，福州《闽海正报》报道三民中学教师殴伤少妇及法院开审新闻，当日该校学生三百多人即砸毁报馆印刷机件，搬走三桶铅字，并劫持社长林舫。然而，尽管林舫身为省参议员和省人民自由保障会副主任，“事过三日，当局尚未有适当处理”(申报，1947a)。24日，新闻界组织请愿团，向省府和省参会请愿，要求当局惩凶，切实维持治安，林舫才由市长交涉释放（前线日报，1947c）。最后，有些地方政府本身不能以身作则，为了自身利益，反而肆意干扰报纸的报道监督。
总之，由于以上原因，地方政府主要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进行调解或惩治，满足于眼前问题的暂时解决。因而，“打报者多次打报，被打者多次被打”的现象时有发生。报馆挨打之后呈报上级政府或通电京沪报界，本身表明报馆对地方政府缺乏信心。
面对此起彼伏的打报事件，政府相关部门和组织不断发布命令或提出建议，竭力遏制事态的蔓延。1946年7月，鉴于有军人先后捣毁无锡《锡报》和贵阳《民报》，中宣部致函国防部严予查办。1947年4月，中宣部又指派官员调查无锡《人报》和《苏州明报》被打事件，并致以慰问。同月，上海市人民自由保障会秘书长发表谈话，希望社会尊重新闻事业，该会同时致函各地人民自由保障会“对于被毁之报馆，一致予以正义之声援”。同月，宪政实施促进委员会考察、研究和宣传三委员会举行会议，提议由该委员会函请政府保障新闻自由，“对此类摧残（报馆）事件，分饬各部会主管予以查究”。5月，国防部通令全国各部队切实尊重新闻自由。6月，参政会第十六次大会提交“请政府切实维护新闻自由并保护新闻从业人员及报馆安定”的提案。8月，行政院令上海市司法机关切实保障新闻记者安全。
然而，由于这些命令和提议缺少具体的实施细则，且涉及多个部门的沟通协作，报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保护是很难确定的。1947年4月，无锡《人报》因报道国立边疆学校学生在车站补票与路警发生冲突，被该校学生捣毁。京沪线八县记者组织“京沪线保障新闻自由促进会”赴京请愿，教育部答应从重惩凶并赔偿损失，无锡法院也受理了此案。政府遵从民意，使事件得到解决。但不久《人报》又连续被米商捣毁。《人报》惟恐再遭不测，被迫在报馆四周装置电网，提醒路人注意安全。“报馆以电网自卫，实为全世界报业之创举”（前线日报，1947c）。事实上，打报事件从1946年上半年发端到1949年上半年才渐次消歇，表明政府保护报馆安全、保障新闻自由的效果乏善可陈。
四、报纸被打的内在原因
战后，由于经济衰退，内战爆发，城市各阶层陷入动荡不安之中，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市民骚动以及金融投机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的反抗政府的运动瓦解了城市社会的规范和秩序（张宪文，2006）。打砸风气盛行。报纸被打不过是整个社会动荡的一个缩影。但是，究竟报纸何以成为社会侵害的对象，并且持续达三年之久，还是有其内在的原因可寻的。
（一）报纸的民营性质
民营报纸，一无雄厚资金，二无官方背景，只有在报道和言论上满足读者的期望，才能在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这就决定了民营报纸勇于披露事实，敢于实施新闻监督的品格。有报人指出这是“记者对于社会现状，已进一步地观察和批判。 ”（雷诺，1947）也正是因为报纸无所畏惧地批评一些人的恶习、揭露一些组织的贪腐行为、抨击政府部门的流弊才招致当事人的报复。1948年6月8日，南通《国民日报》报道南通公立医院工作失职，致病人死亡的消息，当日即被南通学院医科学生七八十人捣毁。《国民日报》被毁，南通各报群表愤慨，本欲大加挞伐，又恐殃及自身，于是三缄其口，每日以“开天窗”代替被打消息，表示无声的控诉。在纲纪废弛的环境里，民营报纸挨打之后往往还手乏力，又得不到政府的有力保护，只能忍气吞声，这又助长了打报者的嚣张气焰。正如一位报人所言，民营报纸没有强大的经济势力和政治后盾可以倚靠，又必须干预社会，“这个矛盾又无形中成了（报纸）易被欺压而难克服的弱点。 ”（天津大公报，1947a）
（二）社会对新闻监督的畏忌
从打报事件来看，社会已经认识到舆论的强大力量，有人甚至说“社会对舆论的力量已感到一种威胁”（雷诺，1947），因此从社会底层到政府官员都对报纸的新闻监督非常忌讳。1946年7月，广州《大光报》报道中山大学学生在宿舍内打麻将，一群学生便对报馆大打出手。即便具有一定民主素质的参议员和国大代表也随意干预报纸的报道，甚至决定一张报纸的命运。1947年3月，绍兴《青锋报》刊载一名读者的来信，内容涉及一名姓章的县参议员。这位参议员恼羞成怒，提请县参议会转咨县政府勒令《青锋报》停刊，竟然获得一致通过。政府官员也不例外。1947年12月初，国民政府的一名监察使巡察衡阳，市参政会向监察使举报市长贪污无能。10日，《中华时报》将此事公诸报端，引起市政府不满，强令《中华时报》立即“更正”。翌日，《中华时报》不仅未更正，反而将训令原文刊出，同时揭露市政府威胁该报。结果，市政府派来武装警察在报馆站岗，名曰“保护”，实质是阻碍报馆营业并向其示威。社长只得奔赴长沙、汉口、北平和上海等地呼吁同业声援。（申报，1947c）有报人就批评一些官员“每挟褊狭的见解，无容忍的雅量，惮揭发，忌批评，欲国民蔽明塞听，以箝制舆论为得计”（天津大公报，1947b）。其实，不只是政府官员如此，整个社会都讳疾忌医，只要报纸有所揭露，便诉之武力。
（三）记者的腐败行为
报纸实施新闻监督导致报馆被捣、报人被殴，本来应该得到民众的支持；然而，“自打风开展以来，绝少得人同情”（王公亮，1948）。不仅如此，在打报过程中，打报者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愤恨情绪，高呼“打倒报馆，揍死记者”。抗战时期，无数报人以自己的忠贞、英勇甚至生命赢得了社会的敬仰；而现在，社会却对报人满怀愤怒。原因何在？原因就在于报界存在的腐败现象。
战后，全国经济濒临崩溃，受其影响，报馆入不敷出，记者生活艰困。在此情况下，一些记者铤而走险，到处招摇撞骗。以汕头市记者为例，报馆例不供膳，每月仅发四五万元薪水，有的甚至只有万余元，仅能维持个人生活。于是，有些记者向各机关团体找门路，领“津贴”；或者由馆方出面领取“津贴”，然后按人头分配。作为交换，一旦这些机关团体发生违法行为，报纸就隐而不报（李白虹，1947）。由于社会部和内政部没有即时对记者的任职资格进行明确的规定，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加入当地记者公会。这些人混迹于新闻界，利用记者身份敲诈勒索或专营单帮生意，“引起社会上对记者的轻视，影响新闻记者的名誉。 ”（张友鹤，1948）1948年8月，杭州市记者公会审查记者会藉，原有会员五百余名，通过审查者仅二百余人，不到一半。其他地方可想而知。
报界发生的这些丑行只能激发社会对报人的仇视心理。1947年“弥漫各地之打报暴行”和“报界整肃运动之展开”同时入选当年“国内报界十大新闻”（由《前线日报》主持评选），并不是偶然的。报界开展整肃运动是因为记者存在腐败行为，正是因为记者的腐败行为危害社会，才使得打报行为一触即发，充满报复的意味，也益加无所忌惮。
五、结语中国的民营报纸不畏权势，敢于抨击社会的各种丑腐现象，积极发挥报纸的新闻监督功能，与被揭露者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导致打报事件的发生。另一方面，众多的报纸在有限的市场竞争，再加上整个社会经济濒于破产，不少报纸左支右绌，生存困难，一些记者于是抛弃职业道德，侵蚀民众利益，又刺激了打报事件的发生。尽管政府试图阻止“打风”的扩散，但由于整个社会失去法度，报纸的处境并没有多大改善。而1947年秋季开展的报界整肃运动到1948年还在进行，记者的腐败行为仍未遏制。可以说，打报事件的产生既来自社会对新闻监督的抗拒，也来自社会对报人腐败的憎恨。报纸生存环境的恶化既是报纸自己造成的，同时也是社会造成的。
在打报事件中，政府和民间群体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方面，政府力图将报纸从打报者的侵害中解救出来；但另一方面，一些公职人员却以各种手段打压报纸，公报私仇，消解政府的努力。民间群体是打报事件的主角，由于频频参与打报行动，相比公职人员，他们对报纸造成的侵害更加广泛，两者的关系更加紧张。 2
总之，在“打风”的冲击下，中国报业和报人的生存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收益大受影响，安全失去保障，期盼已久的新闻自由屡遭剥蚀。正如一位报人所指出的：“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其地位在政府与社会人士的夹击下，爱护的太少，迫害的太多，简直到了毫无保障的程度了。 ”（王公亮，1948）
